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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层次清晰，研究模型有逻辑有新意，对于现有文献的掌握与分析较为完备。 

回应：本文全体作者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研究价值的认可。 

 

意见 1：宋萌等老师曾经对管理者/领导的跨界行为进行研究，所以是否在元分析中需

要对不同级别的员工进行分析？我也知道也许数量不足够进行区分研究，但是这或许是可以

尝试的方向。而且领导的跨界行为可能影响的结果是公司层面或者是团队层面，因此在研究

的层次与结果变量的对应上，都可能有更加丰富的发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提升我们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但是结

合我们检索收集的论文和数据材料，发现大多数研究并未提供不同级别员工的信息，因此我

们并未对不同级别的员工进行分析。 

您提到从公司或团队层面扩展，我们深感您的建议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希望在今

后的研究中如专家所言，加强团队或公司层面的相关研究，因此，我们在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部分，提出丰富公司或团队层面的研究是今后可以考虑的方向。为了丰富跨界行为的研究，

我们结合您和评审专家 1 的意见，最后考虑采用路径分析探究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工作态度对

工作结果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正文“1.5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用红色字体进行

修改，请您审阅！ 

 

意见 2：关于文化维度的纳入，目前引入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进行假设论述的时

候似乎还可以再深入一些。例如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是否跨界行为对于创新关系更强等等。

此外，为何只引入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于权力距离而言，是不是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之

下，更加需要跨界行为？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丰富我们研究的调节效应非常有意义，

对此，我们在修改稿“1.4 员工跨界行为与工作结果的调节效应”第三段中补充论述文化调

节中的个人–集体主义的调节效应，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相比个人主义倾向，集体主义倾向的成员普遍更重视集体的利益，认为集体主义高于

个人利益，优先考虑集体人际的联结关系，考虑集体的目标为集体利益合作(Hofstede, 2001)，

而跨界行为正好体现为个体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和互动，通过建立合作获取有利信息和

资源开展工作，保持和睦的互利人际关系为实现组织目标努力，员工的认同有助于提升更高

水平的组织承诺(Clugston，Howell, & Dorfman, 2000)，获得认可和尊重的员工在工作情境中

也更容易提升工作满意度(李燕萍, 徐嘉, 2014)。集体主义倾向重视集体利益与坦诚交流合

作，跨界行为建立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和互动的积极关系，一定程度上减轻员工的资

源损耗，有助于员工更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务，从而提升绩效(Liu et al., 2018)。而在集体主义

文化情境中，员工更乐于合作和促进知识分享，员工积极探索将外部获取的信息知识传递到

工作中，这一过程有助于实现知识和信息与工作要求的高质量转化中激发更高的创新水平。

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员工更关注个人服务活动的个人成就和自我需求的满足程度(Lu, 

Gilmour, Kao，& Huang, 2006)，而集体主义倾向的员工在需求的资源和期望有差距时，愿

意通过主动性或创造性去为组织解决困难，在工作的互动中感知组织的支持和承诺更高，因

此缓和因跨界行为产生的资源损耗，而已有研究认为集体主义员工在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比

个人主义员工更有压力，因为他们对工作的稳定性更加重视(Probst & Lawler, 2006)。据此，

提出假设： 

H5a：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能调节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

关系，相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工作态度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H5b：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能调节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绩效、创新)的关系，相

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绩效与创新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H5c：文化差异(个人–集体主义)能调节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的

关系，相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压力与耗竭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员工跨界行为对创新的影响更强，“这可

能是因为集体主义更重视集体利益(Hofstede et al., 2010)，通过集体的智慧完成服务传递，提

升员工创新水平。” 

原来只引入个人–集体主义是因为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异理论研究中，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是对一种常见分类，能比较准确的描述现实中客观存



在的文化差异(Kim et al., 1994)，而已有实证研究也证实员工跨界行为在集体主义下激励员

工进一步分享资源和信息等，获得团队成员的认可和尊重(刘松博, 李育辉, 2014)，因此我们

想探究个人–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 

根据您的建议，在正文“1.4 员工跨界行为与工作结果的调节效应”最后一段补充权力

距离调节效应的论述如下： 

“权力距离是员工对组织中资源和权力分配公平的可接受程度(Dorfman & Howell, 

1988)。是员工效能和组织情境中影响行为的重要调节变量(Rousseau & Fried, 2001)。根据霍

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差异的划分，美国等西方文化国家为低权力距离，强调平等和自主，而

中国等东方文化国家为高权力距离，更多强调依从和等级观念等(Hofstede, 1993)。相比于低

权力距离的组织情境，当员工在权力距离较高的组织情境中，对领导安排和服从管理等模式

有更高的依赖性(Tepper et al., 2009)，当员工从事跨界行为时，更容易接受上级的指示态度

及工作等决策，倾向信任、服从和配合上级的安排(Krikmam et al., 2009)，更加认可上级的

观点和行为，对组织的忠诚和组织承诺更强(Chew & Putti, 1995)。员工跨界行为为组织带来

效益，获得的认可和尊重也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但是高期望的影响下也可能引起

员工耗费更多资源实现上级预期目标，引发更多角色压力。员工跨界行为需要对新产品开发

团队和外部联系互动等更敏感，获得信息、知识以及其他来自外部的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

客户(Ancona & Caldwell, 1992)，帮助员工在新产品研发团队协调任务时促进产品创新和提

升工作绩效。据此，提出假设： 

H6a：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关系，

相较低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工作态度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H6b：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绩效、创新)的关系，相较低

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绩效与创新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H6c：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的关系，

相较低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压力与耗竭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但是在结果分析时发现，有关创新的亚组分组后数量少于 3，我们最后探究权力距离在

员工跨界行为对绩效、工作满意度和角色压力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情

境中，员工跨界行为对工作满意度和绩效的影响比在低文化距离的情境。这可能是由于“权

力距离也显著调节跨界行为和工作满意度和绩效的关系，特别是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影

响更强。主要原因在于高权力距离的组织情境中，员工对上级更忠诚，依附和服从关系更强

(Tyler et al., 2000)，更容易接受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Javidan et al., 2006)，即使员工获得的上



级支持少或受到不公平对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中投入的情感，因为高权力距离的员工

对不公平感知不敏感，在不同主体之间产生角色约束关系，更容易将消极行为合法化，即缓

冲工作中的不公平或不合理较少产生冲突(Auh et al., 2016; Farh, Hackett,& Liang, 2007)。权

力距离高的员工依赖上级给予的明确目标，在实现目标后感知的工作满意度越高，也更专注

工作更有动力提升知识技能和绩效(Wang & Gu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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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文章的语言较为精炼，但是读起来似乎不太流畅，建议通篇进行阅读与完善。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重新修改并检查核对全文的

表达，争取在流畅度方面有所提升，还请专家进一步审阅和把关！  

 

意见 4：论文在综述的时候，感觉错过了很多关于跨界研究的一些重点。目前的内容较

为结构化，但是没有在综述与论述讨论中体现出跨界研究的全面特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对于您提到的错过了跨界研究的重点，我们在修

改稿中补充相关文献，在“1 引言”突出员工跨界行为的重要性和研究的意义。您提到在综

述和讨论部分未体现跨界行为研究的全面特点，我们也进一步查阅相关文献，补充和完善相

关的论述，在引言部分突出跨界行为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意见当前研究的不一致及其元分

析的贡献。在讨论部分，我们也对相关论述进行完善和补充，如讨论部分(研究意义、局限

和展望)等加强论述，具体修改部分用用红色字体标注。希望本次修改能突出跨界行为的全

面特点。 

 

意见 5：总体而言，文章布局较为工整，但是在理论深度与论述丰富性方面还可以进一

步加强。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审阅和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重新对文章的理论深

度和论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选用社会交换理论进行立论，补充权力距离作为调节变量，工



作态度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路径分析，希望通过增加这些论述能加强文章的理论深度，并且进

一步突出跨界行为的贡献度。请评审专家进一步审阅，再次感谢您！ 

………………………………………………………………………………………… 

 

审稿人 2 意见 

     

本研究元分析综述了员工跨界行为对员工自身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所做工作有一定意

义，存在的核心问题包括：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本研究价值的肯定和认可，也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核心问题

以及富有建设性的审稿意见，我们对专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进行回应并在原文修缮，在文中

以红色字体标注，请专家审阅并进一步为我们的论文把关，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建议，我们

将非常乐意做进一步的改进。再次感谢评审专家！我们具体回应如下： 

 

意见 1：理论贡献 。作者对员工跨界行为的结果变量进行了系统性的元分析并探讨了两

个调节变量。总体来说，该文章的理论贡献有些不足。作者在引言提到了两点争议。第二点

强调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作用方向仍有分歧，既有实证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与创新和角

色压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也有研究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与创新和角色冲突负相关。但是，

实际上后边的结果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后边的结果只能说明跨界行为对不同变量有正向影

响，也有负向影响。但是文章结果并没有说明跨界行为和同一个变量为什么存在不同方向的

相关。这一点请作者慎重考虑。因此，本文好像只解决了第一点争议，这导致研究的整体的

贡献度并不高。跨界行为的文章数量还是蛮多的，作者是否可以考虑同时对团队跨界行为进

行元分析，然后对比员工和团队跨界行为的效应的异同。又或者本文可以在现在的数据分析

基础上，进行元分析的二次分析（Oh, 2020）。比如使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行为–态

度–结果这一中介模型。 这两点建议都旨在丰富文章的贡献度。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认为您提出的建议对提升本研究贡献度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进行了修改。在引言第三、第四段修改关于研究的分歧以及可能

产生的原因。另外，为了丰富研究的贡献度，查阅文献和采纳您的建议后，我们决定采用元

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丰富文章的贡献度，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为高阶的工作态度”，因

为这两个变量是对整体工作态度的评估(Harrison, Newman , & Roth, 2006)，以“行为–态度

–结果”这一中介模型结合社会交换理论，进一步探讨跨界行为的作用机制，以期丰富文章

的整体贡献度。文中“1 引言第三、第四段”修改后的论述如下，请专家审阅： 



 “员工跨界行为对结果变量的作用强弱和方向仍存在不一致。跨界行为和绩效

(Performance)、创新(Innovation)的结果总体呈正相关，但是从弱相关到强相关程度不一

(Lysonski & Woodside, 1989; 唐源, 邵云飞, 陈一君, 2020; Ze et al., 2018; Lin & Li, 2013)，另

外，对同一类结果变量的作用方向仍有差异，如角色压力(Role stress)是和角色相关的一系列

压力因素的综合，主要包含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三个部分(Kahn et al., 1964)。但

是既有实证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Role stress)存在正相关关系(朱金强  等, 

2020)，也有研究发现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模糊负相关(Au & Fukuda, 2002)。 

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被试类型多元化。实证研究既有高新科技企

业等员工，也有来自服务行业等员工(Dailey, 1979 ; Bettencourt et al., 2005)，员工实施跨界行

为进行知识和信息等转化和分享传递时存在差异，而单一实证研究较少比较不同类型员工跨

界行为的差异；第二，研究的文化背景差异(张辉, 白长虹, 陈晔, 2012; Marrone & Carson, 

2007)。早期跨界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个人主义、低权力距离文化背景，后期在集体主

义、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中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Ancona & Caldwell, 1992; Liu et al., 

2018)。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展的理论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Gelfand, Aycan，

Erez, & Leung, 2017)。因为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个人-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是

客观的反映(Hofstede et al., 2010)，实证研究也证实员工跨界行为受国家文化的调节

(Onyemah, Rouzies, & Panagopoulos , 2010)，有必要将员工类型和文化情境作为调节变量，

探究其对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第三，存在尚未揭示的作用机制影响员工跨界行为的结果

差异。已有研究从信任反思和社会网络等视角探究员工跨界行为的作用效果(臧维  等, 2020; 

刘松博，李育辉，2014)，而员工跨界行为探索信息资源和内外部不同主体联系和互动，基

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规范，工作场域的一方付出的资源和信息等获得认可时，往往推动另

一方以等价的态度、行为和情感等积极回馈(Blau, 1964, 1968)。员工的跨界行为也需要付出

资源和信息等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和互动，是否获得组织内成员以等价的态度、行

为和情感等积极回馈进一步影响工作结果？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增加间接效应元分析的相关论述，我们在文中“1.5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

为了方便评审专家审阅，我们将其粘贴如下，请专家审阅：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社会联系隐含在社会交换理论，当一方付出的资源和支持

获得赞许和认可时，往往会伴随另一方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回馈(Blau,1964,1968)。员工

的积极探索和互动等形成的社会交换关系也反映出个体对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评估。将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合并为高阶的整体工作态度变量是合理的，因为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



诺是对总体的工作态度的评估，而且整体的工作态度是了解工作结果以及帮助组织获得员工

有用信息价值的重要来源(Harrison, Newman Roth, 2006)。根据“行为-态度-结果”的模型，

跨界行为直观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态度是工作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Riketta, 2008)。

员工实施跨界行为虽然消耗一定的资源和精力，但是在付出的努力为组织带来效益时，会受

到内部成员的认可和尊重，一定程度上也更加激发员工保持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在这样的良

性循环中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张伶, 张正堂, 2008)。跨界行为的员工将探索和发掘的外部信

息和资源视为开阔工作视野的机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随着开阔创新氛围的提升而提升(Lee 

& Antonakis, 2014)。工作满意度和对组织的归属等态度加上外部环境倡导创新，更加激发员

工创新地完成工作任务。跨界行为表现为积极主动探索外部信息和资源，当付出的知识传递

到组织并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时，也提高员工的声誉(Katz & Tushamn, 1983)，产生更积极的工

作态度和组织归属感，减少工作情境中感知的资源带损耗来的压力和耗竭。据此提出假设：  

H7：跨界行为通过工作态度正向影响员工的绩效和创新，负向影响员工的压力与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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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本文只选取了员工类型和文化差异作为调节变量，为了增加贡献度，作者是否

可以增加一些调节变量，比如测量工具、研究设计（横断 vs.纵向）以及一些连续的调节变



量。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在调节变量方面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有助于我们

丰富文章调节变量的研究，根据您的建议，我们查阅有关元分析中亚组变量的调节和元回归

的使用标准后发现，采用亚组分析至少包含两个亚组，每个亚组至少纳入 3 个效应值，若采

用元回归的方法探讨连续调节变量(如性别、年龄等)调节作用至少需要纳入 10 个效应值

(Borenstein，2009)。本研究发现，当前对跨界行为的测量工具包括 Ancold 和 Caldwell (1992)

的跨界行为的测量工具，一部分研究使用的 Bettencourt 等(2005)的测量工具，也有一部分

研究使用 Marrone 和 Carson (2007)的测评工具，此外，一些研究也使用除了以上研究工具以

外的其他测评工具，如 Faraj 和 Yan (2009)的测评工具，考虑到本研究做亚组分析的调节效

应分组后纳入各个结果变量的亚组实际效应值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调节效应的结

果分析，因此我们并未进一步分析跨界行为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 

我们也考虑年龄这一类连续变量，但在查阅文献时发现，大多数研究在年龄的报告中都

是以比例分布的方式报告，且年龄的划分范围也不统一，这会影响我们导致无法精确比较连

续变量的调节效应，因此，我们没有纳入年龄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设计(横断 vs.纵向)是一类常见的调节因素，在跨界行为的数据编码中发现，虽然

有部分研究使用了多来源、多时点的测量，但是按照已有文献对纵向研究的相关论述

(Ployhart & Vandenberg, 2010; 胥彦, 李超平, 2019)，加上亚组分析后真正能纳入该调节变量

的研究也比较缺乏，因此我们也未进一步分析研究设计的调节作用。 

我们查阅文献发现，虽然跨界行为最初源于西方文化背景，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在东

方文化背景下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多，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展的理论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

他文化背景(Gelfand et al., 2017)。原有的调节效应仅仅纳入了个人–集体主义的调节，实证

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都是影响跨界行为的调节变量(Liu et al., 2018; 刘松博, 李育

辉, 2014)，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补充了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详见“1.4 员工跨界行为与

工作结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的第五段”，为方便审稿专家审阅，我们将其具体论述粘贴如下，

请您审阅： 

“权力距离是员工对组织中资源和权力分配公平的可接受程度(Dorfman & Howell, 

1988)。是员工效能和组织情境中影响行为的重要调节变量(Rousseau & Fried, 2001)。根据霍

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差异的划分，美国等西方文化国家为低权力距离，强调平等和自主，而

中国等东方文化国家为高权力距离，更多强调依从和等级观念等(Hofstede, 1993)。相比于低

权力距离的组织情境，当员工在权力距离较高的组织情境中，对领导安排和服从管理等模式



有更高的依赖性(Tepper et al., 2009)，当员工从事跨界行为时，更容易接受上级的指示态度

及工作等决策，倾向信任、服从和配合上级的安排(Krikmam et al., 2009)，更加认可上级的

观点和行为，对组织的忠诚和组织承诺更强(Chew & Putti, 1995)。员工跨界行为为组织带来

效益，获得的认可和尊重也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但是高期望的影响下也可能引起

员工耗费更多资源实现上级预期目标，引发更多角色压力。员工跨界行为需要对新产品开发

团队和外部联系互动等更敏感，获得信息、知识以及其他来自外部的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

客户(Ancona & Caldwell, 1992)，帮助员工在新产品研发团队协调任务时促进产品创新和提

升工作绩效。据此，提出假设： 

H6a：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的关系，

相较低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工作态度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H6b：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绩效与创新(绩效、创新)的关系，相较低

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绩效与创新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H6c：文化差异(权力距离)能调节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的关系，

相较低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对压力与耗竭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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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方法学问题。作者在文献检索过程中提到搜集了会议论文，但是没有说明查阅

了哪些会议论文，比如 AOM, SIOP 或者中国心理学大会。以及会议论文的年限范围还是要

报告一下。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人对方法学问题的宝贵意见！我们检索了 AOM、SIOP 和中国心理

学大会等会议。首先，我们检索 AOM 官方网站后发现共有 14 篇相关跨界行为的论文，会

议论文的年限范围为 1976~2021 年，其中已经发表的论文有两篇，通读这两篇论文后发现有

一篇为团队跨界行为的相关研究，没有纳入我们本次分析，一篇符合我们的文献清单标准，

最后决定纳入(Liu, S., Jiang, K., Chen, J., Pan, J., & Lin, X. (2018). Linking employee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to task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l leader emergence and group 



power dist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9(12), 

1879–1899.)，其他未纳入论文，有 3 篇属于组织跨界行为、4 篇属于团队跨界行为、5 篇未

收到作者邮件回应。其次，我们检索了 SIOP 官网，时间截止 2021 年，并未发现符合跨界

行为主题的会议论文。最后我们检索中国心理学大会官网，时间截止 2021 年，没有发现相

关跨界行为主题的论文，进一步在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以会议检索，也并未发现符合的

论文。因此，最后纳入会议论文的文献为 1 篇，因为数量较少，我们将其合并至数据库检索

的已发表论文，不在单列为会议论文。不知这样的处理是否合理？还请专家进一步审阅！谢

谢您！ 

 

意见 4：文章的筛选流程图不是很详细。正文中提到不包括学生样本，那么流程图中排

除了多少学生样本？综述、案例、专利的文献数量分开报告，作者只报告了一个总数

（n=698）。此外，从摘要和标题检索到全文检索阅读共排除 707 篇文献，其中未提供相关

系数的有 9 篇，但是作者是通过摘要和标题排除的吗？这一条是否应该放在全文搜索后，才

能排除是否有相关系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文献筛选流程图进行修改和完善，根据摘

要和题目进行筛选后，我们分开报告综述(n=97)、案例研究(n=237)和专利(n=28)，学生样本

(n=16)，以及其他(其他学科的跨界\书评报道等)(n=329)等文献数量，在排除这些不符合的论

文后，我们对首先纳入文献清单的 124 篇论文进行全文阅读，然后发现 9 篇并未提供相关数

据或能转化为元分析效应量计算的相关数据，最后排除这 9 篇和 65 篇涉及团队/组织跨界行

为的论文，最后纳入的论文为 50 篇。在正文“21. 文献检索、筛选及编码”部分我们补充

了新的流程图，为了方便审阅，我们将修改后的流程图呈现如下，请专家审阅！ 

 



意见 5：作者在文章中提到根据编码手册进行编码，这里没有详说编码过程是有几个人

完成的。在很多的元分析文献中，编码过程是由 2 人完成的，并报告了编码的一致性，比如

百分比。为了减少误差，建议至少有 2 人进行编码，并报告数据(一致性或者 kappa 系数)。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理解到不能忽视这些细节，您的建议对我们

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对此，我们补充了文献编码的一致性报告。在文中“2.1 文献检索、筛

选和编码第二段”补充红色字体“参考已有的研究(Lipsy & Wilson, 2001)，本次文献编码过

程由 2 名编码者根据事先确定的编码手册进行单独编码，然后进行交叉检验，对有争议的文

献小组讨论并达成一致，确保本研究编码的准确性，最后的一致性为 94.2%”。 

 

参考文献： 

Lipsey, M. W., & Wilson, D. B. (2001). Practical meta–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意见 6：在元分析的程序部分，作者并没有报告使用的是哪一种元分析方法。常用的方

法就是 HO（Hedges & Olkin, 1985）或者是 HS（Hunter & Schmidt, 2004）的方法。HS 的方

法是对变量信度进行校正的，会报告校正前后的相关系数。从结果部分来看，作者应该使用

的是 HO 的方法，请在该部分进行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完善我们论文分析程序非常有意义，

我们在分析时采用了 Hunter–Schmidt 元分析方法(Hunter & Schmidt, 2004)，因为该方法关注

误差项的不同来源的区分校正，在组织管理研究和心理测验的结构和效度方面尤为普遍。非

常抱歉我们在分析结果的报告中没有报告校正后的相关系数。修改稿中我们在“2.2 元分析程序

第三行”补充红色字体“采用组织管理研究中常用的 Hunter–Schmidt 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Hunter & Schmidt, 2004)”。请您进一步审阅！ 

 

参考文献： 

Hunter, J. E., & Schmidt, F. L. (2004).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Correcting error and bias in research finding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意见 7：文章中只采用失安全系数这一种方法来检测发表偏倚。建议作者多报告几种方

法的结果。比如，情绪耗竭这一组的失安全系数略小，其他方法的结果（森林图、剪粘法等）

会不会好一点。发表偏倚不应该仅仅依据单一方法，请作者补充。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有助于我们丰富元分析的发表偏倚检验，

因此，我们补充发表偏倚的检验方法，增加 Egger’s 回归系数及 Begg 秩相关检验同时运用

剪粘法(trim and fill method)评估是否存在发表偏差。Egger’s 回归系数 p 值和 Begg 秩相关检

验 p 值均不显著(p＞0.05)，表明发表偏倚较小(Egger & Smith, 1997) 。剪粘法是采用迭代方

法剪补一部分研究后，重新估计校正后的效应量，若效应量在剪粘前后差异不大，则表明发

表偏倚较小(Rothstein et al., 2005)。在正文“3.2 发表偏倚检验”部分我们进行了修缮，具体

修改内容以红色字体标注：  

“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 是已发表的文献未能全面代表已完成总体研究的概况 

(Rothstein, Sutton, & Borenstein, 2005) 。本研究采用 Egger's 回归系数检验与 Begg 秩相关检

验以及 Rosenthal (1979) 提出失的安全系数作为评估发表偏倚的指标，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表示最少考虑多少个未发表研究才能尽可能排除元分析的发表偏倚，失安全系数未超过

5K+10 时，要警惕可能存在的发表偏倚，失安全系数大于 5K+10 时，说明研究结果所受发

表偏倚影响小，结果越稳定。由表 2 可知，跨界行为和三类结果变量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绩效与创新以及压力与耗竭(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的Egger's 回归系数 p 值和Begg

秩相关检验 p 值都不显著 (p>0.05)。失安全系数除了情绪耗竭这一组的失安全系数略小，其

余所有组别变量关系的失安全系数均超过 5K+10，采用剪粘法(trim and fill)进一步检验情绪

耗竭的发表偏倚(Duval & Tweedie, 2000)，剪粘后总效应仍然显著(剪粘后 r 为 0.08，剪粘前

为 0.06)，变化值为 0.02, 表明元分析受发表偏倚的影响较小。说明本研究的整体结论较稳

定，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倚问题。” 

 

参考文献： 

Duval, S., & Tweedie, R. (2000). Trim and fill. A simple funnel-plot-based method of testing and adjusting for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Biometrics, 56(2), 455–463. 

Egger, M., & Smith, G. D. (1997). Meta–Analysis: Potentials and promise. BMJ (Clinical Research Ed.), 

315(7119), 1371–1374. 

Rosenthal, & Robert. (1979). The file drawer problem and tolerance for null resul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3), 

638–641. 

Rothstein, H.R., Sutton, A. J., & Borenstein, M. (2005).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In H.R. Rothstein, A. J. 

Sutton, &M. Borenstein (Eds.),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Prevention, Assessment and Adjustments 

(pp.1–7). Chichester: John Wliley & Sons, Ltd. 



 

意见 8：作者在元分析程序里提到要报告 80%CV 的可信区间，但是在后边的表格中没

有见到这个值，请作者补充。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初稿中我们确实遗漏了 80%CV 可信区间的报告，

对此，在修改稿中我们补充 80%CV 可信区间，正文中的表 3、表 4、表 5 和表 6 均补充 80%CV

的可信区间。 

 

意见 9：在表 4 中，作者在 Q 值上标了星号，但是后边又报告了 p 值，而且 p 值为 0.002

的 Q 值标了三个星号，应该是两个星号。表 5 类同，请检查。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确实是我们的疏忽导致这类低级错误，我们重新

检查和核对全文表格内的数据和显著性报告情况，修改了原来错误的 Q 值、p 值数据和显著

性标注有出入的地方，最后再次对正文的表达和相关的数据进行核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错

误。 

 

意见 10：在报告调节效应时，忽视了 95%的置信区间。作者不仅要关注相关系数的强

弱，还应该关注一下 95%的置信区间，并对此相应报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发现确实不能忽视这些细节，采纳您的意见，

在修改稿的调节效应报告中，补充和完善调节效应相关系数的强弱时 95%的置信区间数据, 

具体修改在正文中 “3.4.1 员工类型的调节效应”、“3.4.2 个人-集体主义的调节效应”和

“3.4.3 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三个部分，修改部分为正文红色字体。 

 

意见 11：作者在局限部分提到：因为研究数量不够，所以没有进一步比较跨界行为不

同维度的影响。那么，对于那些报告了不同维度与其他变量关系的研究，作者是如何处理的，

是取均值吗？还是通过公式计算，作者应该在编码部分说明一下。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非常细致的审阅意见！您的建议有助于完善我们的编码细节，

对此，我们进行补充。我们检索收集到的元分析效应值报告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既报

告了整体跨界行为与整体结果变量的相关，又报告了跨界行为各维度与结果变量各维度之间

的相关，二是只报告了整体跨界行为和与整体结果变量的相关，三是只报告了跨界行为各维

度与结果变量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四是报告了整体跨界行为和结果变量各维度的相关，五是

报告了跨界行为各维度和整体结果变量的相关。根据已有研究，某个变量提供不止一个效应



值，可以通过取平均值或从多个效应值取一个的方法报告(Lipsey & Wilson, 2008, P.95)。针

对以上的情况，在编码数据时首先核查文献是否有整体员工跨界行为的数据，如有则取整体

的相关数据，若没有相关整体层面的数据，则用维度层面取平均值进行分析。我们在“2.1

文献检索、筛选和编码”第三点补充“(3) 以独立样本为单位计算效应值，每个独立样本编

码一次，若是多个独立样本则分开编码，自变量为整体层次报告时，取整体的数据，若分维

度报告则在维度层面取均值获得相关数据(Lipsey & Wilson, 2008)”。 

 

参考文献： 

Lipsey, M. W., & Wilson, D. B. (2008). Practical meta–analysis. (J. Liu, & C. Y. Wu, Tra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意见 12：在局限部分提到了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为了增加贡献度，可以尝试使用元

分析建立一个相关矩阵，然后使用这个矩阵来跑路径分析或者结构方程模型。比如，可以尝

试探讨建立一个中介模型：员工跨界行为到工作态度，再从工作态度到绩效。这样正好对应

了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态度–行为–结果”模型。请参考卫旭华老师刚刚出版的《组织与

管理研究中的元分析方法》。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仔细阅读卫旭华老师的《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的元分析方法》，我们采纳您的意见，为了突出研究的贡献度，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和“行为

–态度–结果”模型进行分析，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将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作为高阶的工

作态度(Harrison, Newman, & Roth, 2006)，探究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工作态度对工作结果的影

响。希望我们的修改能帮助丰富文章的贡献度，具体的论述在正文“1.5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

果的影响机制”红色字体，请您进一步审阅！ 

 

参考文献： 

Harrison, D. A., Newman, D. A., & Roth, P. L. (2006). How important are job Attitudes? Meta–analytic 

comparisons of integrative behavioral outcomes and time sequen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2), 

305–325.  

 

意见 13：需要修正的小问题 。文章中还有错别字，请全文核查。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细致审阅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研究规范性和准



确性，对此，我们进行核查和修改。我们在修改后重新打印并让几位作者阅读和核查全文，

尽量避免出现错别字等低级错误。请专家进一步审阅！ 

 

意见 14：角色压力和情绪枯竭都是健康和幸福感指标，所以作者可以考虑把第三类因

变量指标改成健康和幸福感。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丰富元分析变量归类非常有意义。我

们查阅已有元分析的分类方法发现角色压力和情绪耗竭可以纳入健康和幸福感的范畴

(Howard et al., 2020; Litwiller et al., 2016)。进一步查阅角色压力和情绪耗竭的定义发现，角

色压力(Role stress)是和角色相关的一系列压力因素的综合，主要包含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

角色超载三个部分(Kahn et al., 1964)；情绪耗竭是因工作场所压力而过度使用情绪和心理等

资源引起疲劳状态的结果(Maslach et al., 2001)。二者都强调工作相关的状态，是关于角色和

情绪的感知(Humphrey et al. 2007)。跨界行为需要多重角色的转换，产生工作负荷与人际需

求的互动，互动交流持续时间更长、要求更高并导致更多情绪衰竭(Cordes et al., 1997)。角

色压力与情绪耗竭通常与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和工作绩效等负相关(Lambert, Hogan, & 

Tucker, 2009; Wu et al., 2019, Moon & Hur，2011)，更加凸显角色压力和情绪耗竭属于工作情

境中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考虑将其命名“压力与耗竭”，相较“健康与幸福感”更能突

出“压力与耗竭”的代价含义。我们在全文的表达也相应进行调整，请专家进一步审阅。 

 

参考文献：  

Cordes, C. L., Dougherty, T. W., & Blum, M. (1997). Patterns of burnout among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A 

comparison of model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8(6), 685–701. 

Howard, M., Cogswell, J., & Smith, M. B. (2020).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6), 577–596. 

Humphrey, S. E., Nahrgang, J. D., & Morgeson, F. P. (2007). Integrating motivational, social, and contextual work 

design features: A meta-analytic summary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work design literat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5), 1332–1356. 

Kahn, R.L., Wolfe, D.M., Quinn, R.P. et al. (1964).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York: Wiley. 

Lambert, E. G., Hogan, N. L., & Tucker, K. A. (2009). Problems at work: Exploring the correlates of role stress 

among correctional staff. The Prison Journal, 89(4), 460–481. 



Litwiller, B., Snyder, L. A., Taylor, W. D., & Steele, L. M.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eep and work: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2(4), 682–699 

Maslach, C., Schaufeli, W.B.& Leiter, M.P. (2001). Job Burnou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397–422. 

Moon, T. W., & Hur, W. M. (2011).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9(8), 1087–1096.  

Wu, G., Hu, Z., & Zheng, J. (2019). Role Stress, job burnout, and job performanc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areer cal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3), 2394.  

 

意见 15：有些参考文献所有首字母都大写，大部分不是。格式上并不统一，请核查。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重新阅读并参考本刊的参考文献要求，采纳

您的意见对全文的参考文献进一步核查，尽量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错误。 

 

意见 16：英文摘要还存在语法问题，请核查。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帮助我们提升英文摘要的规范性，对此，

我们重新对英文摘要进行修改核查，针对英文摘要存在的语法问题，我们请在国外交流学习

的老师进行修订，也请教相关本领域曾留学海外的专家帮忙把关，希望本次修改能符合本刊

英文摘要的要求，希望您继续为我们审阅英文摘要的规范性。 

 

意见 17：作者在文章中提到：“员工跨界行为和组织承诺的相关系数为 0.166，95%的

置信区间为[0.050,0.283]，区间不含 0，说明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创新之间存在显著中等

程度相关关系。员工跨界行为和绩效(r=0.286)强于工作满意度(r=0.166)，员工跨界行为和绩

效的关系更突出，由此验证假设 2 成立。”这里明显的表达错误，应该是与创新的相关为

0.166，请作者详细检查自己的数据和表达。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这些明显的表达错误是由于我们初稿的检查不到

位，我们修改稿中数据和文字表述的一致性引起重视，在修改后重新检查和核对文章的相关

表述和数据的对应情况，并请几位作者多次检查最终的数据结果完善规范的表达，避免再次

出现类似错误。请专家审阅！ 

……………………………………………………………………………………………………… 

 



审稿人 3 意见 

 

该研究对员工跨界行为与相关工作变量之间的关系从元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立意新

颖，选题严谨的同时，有以下建议供作者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本研究的认可和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对每一条意见进行修

改，并在正文中以红色字体标注，请专家进一步审阅并继续为我们的论文把关。谢谢您！ 

 

意见 1：首先，前言部分模型中为何会涉及标示的结果变量，其他的结果变量为啥没有，

为何没有预测边界行为的相关变量，文字需要在合适的位置加以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深感歉意，在系统中提交的稿件确实存在一

些排版格式问题，导致前言部分模型呈现不完整，我们在本次修改稿重新检查修改稿的排版

并请几位作者核查，我们也附上修改稿的 PDF 版本，避免再次出现排版等错误。不知我们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未能正确理解还请专家指出，我们进一步修改完善。谢谢

您！ 

 

意见 2：文章整体需要一个理论来串联并在后面论述所有假设，而非只是在假设前用不

同理论（如互惠和资源保存理论）做简单的描述性推导。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整合理论的重要性，

我们采纳您的建议并进一步查阅文献资料，决定采用社会交换理论进行逻辑性推导。主要的

原因如下：员工对组织的态度和行为是通过经济或契约形式形成与社会交换的关系，实质上

是一种基于互惠的过程(Blau,1964)，这种交换关系依赖于获得回报的期望和等价的行为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跨界行为是员工与组织内外部不同主体进行的联系和互动，

在工作场域内，完成工作任务的目标刺激员工探寻更多信息和资源 (Hobfoll, 2010)，当员工

积极探索对组织发展有利，获得同事的认可和支持时，员工感知到的尊重、归属感更强烈，

在内部信息资源不足时，跨界员工可从外部获取资源，其他员工通过积极与跨界员工建立互

动构成了一种员工间的社会交换过程(Bartel, 2001)，而当跨界行为的员工需要团队成员的

帮助时，其他成员也通过对信息和资源的传递帮助跨界员工，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交换

过程(Colquitt et al., 2013)，从长远看，跨界行为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也激励员工继续

为组织效力，提升绩效。员工的跨界行为耗费的精力和资源等容易增加角色压力(朱金强  等, 

2020)，造成不公平的社会交换，影响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本研究也选取社会交换理



论作为整合的理论，论述跨界行为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Bartel, C.A. (2001). Social comparisons in boundary–spanning work: Effects of community outreach on member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3), 379–413． 

Blau,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olquitt, J. A., Scott, B. A., Rodell, J. B., Long, D. M., Zapata, C. P., Conlon, D. E., & Wesson, M. J. (2013).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decade late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ffect–base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2), 199–236.  

Cropanzano, R., & Mitchell, M.S.. (2005).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31(6), 874–900 

Hobfoll, S．E. (2010).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community，and the nested-self in the stress process: Advancing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pplied Psychology, 50(3), 337–421． 

朱金强, 徐世勇, 周金毅, 张柏楠, 许昉昉, 宗博强. (2020).跨界行为对创造力影响的跨层次双刃剑效应. 心

理学报, 52(11),1340–1351. 

 

意见 3：如何确立的相关两类变量为调节变量？需要对原因加以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我们确立调节变量的合理性具有重要

意义，我们也了解到调节变量是对元分析边界条件的重要探索，也是回应已有学者加强对跨

界行为边界条件研究的呼吁(Marrone, 2010)。所以，我们将选择调节变量的原因进行总结，

在正文“1.4 员工跨界行为与工作结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第一段进行论述，为了方便专家的

审阅，我们将其粘贴如下，请您进一步审阅：  

“以往员工跨界行为的实证研究从资源损耗(臧维 等, 2020)、国家文化等提出调节变量

(Onyemah, Rouzies, & Panagopoulos , 2010)。实证研究多基于特定的研究被试，如以知识载

体为代表的知识型员工和非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Knowledge-workers)主要指那些利用知

识和信息在工作中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的人(Drucker, 1979), 包括专业人士和专业化技能

的辅助人才等(张望军, 彭剑锋, 2001)，相对的，非知识型员工(Nonknowledge-workers)主要

包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员工、酒店等服务行业的一线职员等(苏涛  等, 2021)。知识型员工

在跨界行为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发挥较强的影响力(Shipilov，Godart , & 

Clement, 2017)，非知识型员工对工作的要求和资源不同于知识型员工，可能导致员工实施



跨界行为产生不同工作结果。员工跨界行为涉及不同主体间人际互动行为，而这种人际互动

行为受到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影响(Flynn, 2005)，个人–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和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客观的反映(Hofstede et al., 2010)。已有实证研究也发现员工跨

界行为在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低的文化情境对任务绩效影响更强(刘松博, 李育辉, 2014; Liu 

et al., 2018)。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未必具有普适性，且随着东西方员工跨界行为的

研究越来越丰富，有必要从宏观上探究文化差异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员工类型和个人–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作为员工跨界行为的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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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前言各部分之间需要有很好的衔接而不是单纯地罗列。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深感前言各部分的逻辑清晰度有待加强，进

一步查阅文献后，我们在修改稿第一页“1 引言”部分重新修改和完善。我们的逻辑是：第

一段凸显员工跨界行为研究的重要性，第二段和第三段是对当前对跨界行为研究的差异和分

歧的总结，第四段提出当前差异不一致的几点原因，主要聚焦于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机制和

边界条件的影响，也为了突出本研究的目的，第五段则提出使用元分析进行此研究的意义，

为了获得更宏观、准确的结论，提出我们的研究模型。希望这个逻辑能有助于理解员工跨界

行为的相关研究，我们对这部分进行了修改，在“1 引言”部分用红色字体标注，请专家审

阅！如果未能很好诠释我们的推论逻辑，还请专家继续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修缮建议和意见！

谢谢您！ 



 

意见 5：相关的重要概念（如：知识型员工和非知识型员工）需要进行定义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致审阅意见！您的建议启发我们应该重视重要概念的定义

说明，对此，我们采纳您的意见进行修改。本研究相关的重要概念分别为：跨界行为、工作

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创新、角色压力、情绪耗竭、知识型员工、非知识型员工、

个人–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我们将定义整理补充如下： 

跨界行为(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员工从外部环境搜寻与工作相关的资源和信息

将其传递给组织内部成员，建立与关键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外部专家等)或机构的联系

和互动并协调任务分配，实现工作目标的行为(Ancona & Caldwell, 1992; Katz & Tushman, 

1983; Marrone & Carson, 2007)。 

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是员工感知的工作角色的愉悦或积极情绪状态(Currivan, 

1999)。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是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感(Mowday,Steers, 

& Porter, 1979)。 

绩效(Performance)是重要的结果变量，利润、业绩以及个人报告的工作绩效都纳入绩效

的范畴(Paré & Tremblay, 2007; Nielsen et al., 2017)。创新(Innovation)是员工在工作情境产生

的促进企业创新的观点和结果等(Amabile et al., 1996)。 

角色压力(Role stress)是和角色相关的一系列压力因素的综合，主要包含角色冲突、角色

模糊和角色超载三个部分(Kahn et al., 1964)。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是因工作场所压

力而过度使用情绪和心理等资源引起的疲劳状态的结果(Maslach et al., 2003)。 

知识型员工(Knowledge-workers)主要指那些利用知识和信息在工作中掌握和运用符号

和概念的人(Drucker, 1979), 包括专业人士和专业化技能的辅助人才等(张望军, 彭剑锋, 

2001)，相对的，非知识型员工(Nonknowledge-workers)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员工、酒

店等服务行业的一线职员等(苏涛  等, 2021)。个人-集体主义(Individual-collectivism)是个体

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重视程度，反映人际之间的依赖性大小(Hofstetde et al., 2010)。权

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员工对组织中资源和权力分配公平的可接受程度(Dorfman & 

Howel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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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有些讨论部分（如：研究意义、局限和展望）需要加强。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深感原来对于这部分的论述还不够深入，阅

读文献并结合您的意见后，我们在修改稿中对“4.3 研究意义、局限和展望”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并在正文中以红色字体标注，请您审阅。 

 

意见 7：假设一和假设二最好另起一行独立列出。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采纳您的意见对这部分格式进行修改，对全

文的假设提出部分进行了检查核对，我们将各个假设另起一行独立列出。详见正文“1.1 员

工跨界行为和工作态度的关系到 1.5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假设提出部分。请专

家审阅！ 

 

意见 8：相关术语（如创新、角色压力等）最好配上其英文原术语。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您的建议帮助我们理解英文原术语在研究中的重

要性，我们也关注这个部分的内容，并对原文的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配上英文原术语和相

应的参考文献，在第五点修改意见处我们归纳了研究中的术语等，请专家审阅！  

 

意见 9：图表等格式排版出现杂乱，考虑是不是不同电脑系统的 word 排版出现问题，

请复核。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帮助我们规范文字的排版问题，我们也

对这个问题加强重视。结合您的意见，我们重新核对文章后发现确实是不同电脑系统 word

排版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在修改稿对全文的表格进行复核，也在本文其他作者的电

脑上检验排版格式问题，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情况。最后，我们还附上修改稿的 PDF 版本

格式避免文章 word 排版的格式出现的杂乱。希望本次修改能进一步完善本文的研究，也请

专家继续为我们的论文把关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论文修改较为全面，有较好的提升。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 

 



意见 2：文章的理论部分还不太清晰，内在的中介与调节的作用机制，是否已经充分总

结现有的文献？建议可以有几小节单独来论述理论对于各种正向反向，中介调节的论述。建

议可以参考 Zhu et al.的 JOB 论文。他们的文章也是综述了很多理论，然后提出对相关理论

的理解与展望。 Zhu, J., Liao, Z., Yam, K. C., & Johnson, R. E. (2018). Shared leadership: A 

state‐of‐the‐art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9(7), 

834–852.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根据您的意见，我们认真学习了 Zhu et al.

的 JOB 论文，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好，很有参考意义，非常感谢您的推荐。 

参考他们的文章，对文中的理论部分、内在中介和调节机制文献总结问题，我们首先收

集相关文献，然后进行文献梳理，最后提炼总结文献内容。关于理论的论述以及内在中介调

节作用机制的论述方面，本次修改内容比较多，具体修改在正文中 1 引言的“1.1 员工跨界

行为和工作态度的关系到 1.5 跨界行为对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等几个部分，我们结合文献

对相关各个假设分小节进行论述，这样将有助于更加细化和深化跨界行为的主效应、影响机

制和调节效应的理解，本次修改的部分较多，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注，请您进一步审阅！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修改稿对第一轮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做了很好的修改和回复。修改后的稿件基本

达到期刊发表的要求。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在该研究方向上有更好的成果。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与认可！我们将再接再厉，争取在跨界行为研究方面能

取得更好的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 

意见：作者进行了一些修改与论述，目前有一些地方提到了例如社会交换理论，有些论

述是讲文化的调节作用。最好单独有一节，写 1–2 段，来论述是哪些理论，这些理论如何整

合在目前的元分析模型里。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肯定和宝贵意见！我们在文中采用社会交换理论串联整体的

假设，因此在主效应、影响机制和调节等部分均涉及到了社会交换理论。但是原来的引言部

分，我们没有采用一个小节单独论述理论基础，这样不够凸显理论和研究模型的融合。为了



完善文章选取社会交换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论述，我们根据您的建议，查阅相关文献提炼总

结，在研究假设之前补充增加“1.1 理论基础”这一节(主要包括三段论述)，希望通过这部

分内容更清晰呈现我们的研究。 

本次理论基础部分用橙色字体在文中标注。为了方便专家审阅，我们将补充的内容粘贴

如下，请专家审阅并为我们的论文把关，谢谢您！ 

 

“1.1 理论基础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核心表现是互惠规范, 即当事人在获得回报的

预期下, 维持与他人的交换关系(Blau, 1964; Gouldner, 1960; Homans, 1958)。员工通过跨界和

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资源交换和互动, 实现组织目标(刘小娟 等, 2015)。员工参与的跨界行

为越多, 工作满意度越高(Marrone et al., 2021), 互惠的交换关系促进员工和组织进行正性的

联结和回馈(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组织联结和组织承诺相关(Lumley et al., 2011), 

员工的跨界行为通过和内外部双方互信的合作建立稳定的交换关系(Blau, 1964), 提升员工

的组织承诺。此外, 绩效是社会交换的重要结果, 员工通过加强和组织的联结提高绩效

(Helfer et al., 2019)。跨界行为的主体获取更多外部信息和资源运用于组织内部(辛本禄, 代佳

琳, 2021), 通过信息的分享加速创新(Dahiyat, 2015)。当员工跨界行为获得组织的认可和尊重

时, 员工的成就感和对组织的责任感增强, 上级提供的工作资源越多(Dulebohn et al., 2012; 

Jiang et al., 2014), 从社会交换的关系看, 员工为了回报组织, 往往增加投入工作的时间和精

力, 由此产生的角色压力和情绪耗竭可能更高。 

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了员工跨界行为的作用效果, 但是其边界效应和影响机制不容忽视。

首先, 不同工作条件影响员工的认知、工作态度和行为(Ashkanasy et al., 2014) , 实证研究也

发现不同类型的员工跨界行为产生差异化的工作结果(Bettencourt et al., 2005; Dailey, 1979), 

由此产生因岗而异的交换关系。其次, 社会交换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存在差异。例

如, 个人主义文化情境重视个体在交换关系中的心理和经济自利(Blau, 1964; Homans, 1961), 

集体主义则关注群体或社会需求的满足(Befu, 1997), 社会交换的传递性也激励员工对建立

联系和互动的利益相关者予以积极反馈。类似地, 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情境下, 员工倾向服从

上级命令, 将一般人际交往规范让位于权威的互惠规范(Liu et al., 2013), 低权力距离文化情

境中, 员工倾向将工作视为和组织的交换, 期待形成组织和个体间的公平交换关系。所以, 

个人–集体主义、高低权力距离文化情境中, 员工的跨界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也有所不同。 

最后, 人际关系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交换关系(Eby & Russell, 2000; Streich et al.,  



2008), 员工跨界产生和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互动也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 影响员工的

工作态度和交换质量。积极的工作态度影响员工的生产效率(Stefanovska–Petkovska et al., 

2019), 激励员工把资源投入工作中提高绩效(孙健敏 等, 2018), 工作态度的纽带作用影响组

织交换关系的质量, 员工的跨界行为和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引导员工

通过新技术和方法完成工作(Khoreva et al., 2017), 减少创新的风险。积极的情绪情感和工作

态度有利于健全个人资源 , 缓解员工的情绪和压力等负面结果(Cropanzano et al., 2017; 

Fredrickson et al., 2008), 减少跨界行为产生的代价。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理

解员工跨界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边界效应和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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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轮 

 

编委意见 

意见：建议录用。 

回应：感谢编委对我们研究的肯定！ 



主编意见 

文章经过几轮修改，在问题澄清、表述上都有明显提升，理论基础较为扎实，立意新颖，

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说明：  

回应：感谢您对本研究的肯定！也非常感谢您提出的问题与富有建设性的完善意见，我

们对您提出的每一条意见进行回应并在原文修改，本次修改在文中以紫色字体标注，请审阅！ 

 

意见 1：引言：H4a 论述员工类型调节工作态度时，只是体现了非知识型员工从事跨界

行为对工作态度有正向影响，没有体现与知识型员工相比下的更大的影响力，即非知识/知

识型员工的哪些差异造成了调节作用。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重新查阅文献补充“非知识/知识型员工的差异造

成的调节作用”。在正文中的 H4a 论述部分进行修改，论述如下： 

“非知识型员工的跨界行为通常是根据具体工作流程的指示完成任务难度相对较低的

工作，任务的要求较为清晰，工作目标的实现让他们获得保护性资源(Hobfoll, 2001)，相比

知识型员工而言他们消耗的认知资源较少，感知的工作满意度也就会更高。而知识型员工跨

界时任务相对复杂，难度会更大(Mitchell & Meacheam, 2011)，往往需要损耗更多的认知

和情绪等资源(Marrone & Carson, 2007)，导致跨界越多工作满意度更低。非知识型员工相对

来说，就业机会更少，难度更大。在跨界的过程中，他们对组织给他们提供的资源、条件和

机会的价值体会越来越深刻，导致他们愈发珍惜所在的组织(Deas & Coetzee, 2020)，进而对

组织产生更强的承诺。对知识型员工而言，他们在跨界的过程中能从更广泛的范围认识工作，

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和人脉(Faraj & Yan, 2009)，加之他们对专业的承诺高于对组织的

承诺(Chang, 1999)，就更有可能在跨界的过程中发现更多新的就业机会，进而降低对他们对

组织的承诺(Jayasingam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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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方法：2.1 编码部分，权力距离划分的具体依据需要报告清楚。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宝贵意见！我们在“2.1 编码部分”补充对权力距离的划分依据

并整理权力距离指数如下表 1 所示。在文中以紫色字体标注。 

“权力距离方面, 同样依据霍夫斯泰德的相关研究(Hofstede et al., 2010), 使用中位数分

割法将各个国家得分情况划分为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两类(Harira et al., 2021; Rockstuhl 

et al., 2012; 杨伟文, 李超平, 2021), 即得分在 50 分及以上的国家归为高权力距离国家, 得

分在 50 分及以下的国家归为低权力距离国家。”  

 

表 1  权力距离得分 

国家 分数 国家 分数 

中国 80 西班牙 57 

法国 68 日本 54 

比利时 65 美国 40 

韩国 60   

注：文化权力距离得分来自于 https://www.hofstede–insights.com/country–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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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 心理学报 53, (05), 527–554. 

 

意见 3：调节结果：主效应检验中，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假设

H6c 的调节检验中，高、低权力距离组下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相关均不显著，请作者解

释这一结果。作者也许需要补充高、低权力距离组下不显著的两个相关系数的差异是否显著，

以此来证明高低组是有差异的。又或许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作者也可

以检验非线性关系。  

回应：谢谢您的建议！在本文中 95%CI 的区间包含 0。如果以 95%CI 作为标准，权力

距离对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确实不存在调节作用，权力距离得调节作用不显著在元分析中是

较为常见的现象(Allen et al., 2020; Harari, Manapragada, & Viswesvaran, 2017; Taras, Kirkman, 

& Steel, 2010) 。另一方面，我们查阅文献，发现国际优秀学术期刊的部分文章有时也会采

用 90%CI 作为标准，并同时报告 95%CI 和 90%CI (Bachrach et al., 2019; de Wit et al., 2012; 

Judge & Piccolo, 2004)。借鉴这些文章的做法，我们以 90%CI 作为标准对权力距离的调节效

应进行了再分析，结果如下表 2。在 90%CI 时，高权力距离在员工跨界行为对角色压力的

调节效应是显著的( = 0.11, 90%CI=[0.02, 0.20])，而在低权力距离时调节效应不显著( = 

–0.02, 90%CI=[–0.25, 0.20])。通过比较 95%CI 和 90%CI 的差异，说明该调节效应属于边缘

性显著。我们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讨论，并且在研究局限和展望中也提出，今后可以考虑对这

一点进行更深入、精细的分析，包括进行您所提到的非线性关系分析。  

表 2  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QB df p 变量类别 K N 
 

90%CI 95%CI 80%CV 

工作满意度 32.29*** 1 0.000 HPD 6 1637 0.39 [0.25, 0.52] [0.22, 0.56] [0.16, 0.62] 

    LPD 11 2377 0.25 [0.16, 0.34] [0.14, 0.35] [0.04, 0.45] 

绩效 0.24 1 0.620 HPD 14 4562 0.27 [0.18, 0.35] [0.16, 0.37] [0.03, 0.49]  

    LPD 3 360 0.24 [–0.01, 0.47] [–0.11, 0.58] [0.05, 0.42] 

角色压力 20.63*** 1 0.000 HPD 6 1155 0.11 [0.02, 0.20] [–0.32, 0.27] [–0.38, 0.33] 

    LPD 5 1416 –0.02 [–0.25, 0.20]  [–0.00, 0.23] [–0.01, 0.24] 

注：组织承诺、创新和情绪耗竭分组后 K＜3 不纳入分析, QB 为组间异质性检验量, HPD 和 LPD 分别为高

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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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中介结果：3.5 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作者没有报告直接效应，请

补充员工跨界行为与绩效、创新、压力与耗竭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 

回应：谢谢您的建议！我们补充报告了直接效应，为了更直观呈现结果，我们将所有的

路径系数、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显著性整理成表格加以报告。“直接效应显示，员工跨界

行为到绩效、创新、压力与耗竭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5、0.04 和 0.33，对应的 95%CI 分别

为[0.11,0.18]、[0.02,0.07]和[0.29,0.35]，结果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详见下表 3。 

表 3  跨界行为的间接和直接路径系数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一阶段 

路径系数 a 

二阶段 

路径系数 b 

间接效应 

(a×b) 

直接效应 c’ 

 

 

跨界 

行为 

 

 

工作态度 

绩效 0.46*** 0.35*** 0.16 

[0.14, 0.18] 

0.15 

[0.11, 0.18] 

创新 0.46*** 0.33*** 0.15 

[0.12, 0.17] 

0.04 

[0.02, 0.07] 

压力与耗竭 0.46*** –0.61*** –0.28 

[–0.28, –0.24] 

0.33 

[0.29, 0.35] 



注：***p＜0.001，表格第二行方括号为 95%置信区间范围。 

 

意见 5：3.5 中介效应检验中，元分析结果显示员工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呈正相关，

而在中介分析中，跨界行为是负向影响压力与耗竭。请作者解释说明这一现象。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宝贵意见！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正相关，但在中介分析中，跨

界行为负向影响压力与耗竭，出现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相反的情况(详见上一问题回应中

的表 3)，这应该是出现了“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s)”(Mackinnon et al., 2000; Tzelgov & 

Henik, 1991;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但是，对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难以通过本文来解

释。因此，我们在结果讨论中补充指出了这一“遮掩效应”的存在，并指出跨界行为影响压

力与耗竭的影响机制可能比较复杂，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影响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

竭的关系，今后需要进行更细致和更严谨的研究设计来探讨工作态度在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

竭关系中的作用，并对跨界行为影响压力与耗竭的作用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也为后续

员工跨界行为和压力与耗竭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方向，再次感谢您的这一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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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讨论：4.2 对员工类型在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的调节作用讨论中，作者只讲了

非知识型员工组，跨界行为增强角色压力，但并未体现与知识型员工相比，非知识型员工条

件下相关性更强这一调节作用。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宝贵意见！之前的讨论部分讨论不够充分，借鉴您的意见，我们

在 4.2 讨论部分进行补充： 

“非知识型员工在跨界的过程中，需要与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解决他们的问

题，为他们提供产品或服务(Biong & Ulvnes, 2001; Hsieh et al., 2005)。跨界越多，交往的对

象就会越多或所花的时间就会越长，损耗的资源也可能越多(Faraj & Yan, 2009)，进而会导致

员工出现更多的角色压力。但相对而言，知识性员工在跨界的过程中自主性与灵活性更强



(Huang, 2011)，这种自主性也会缓冲跨界对角色压力的影响。而非知识型员工的自主性与灵

活性相对较低，跨界行为对其角色压力的影响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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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7：文章需对细节进行进一步修改，如文章主体中引用文献的标点、空格等。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宝贵意见！我们根据《心理学报》官方网站的投稿要求并参考已

刊论文，核对全文的细节部分如标点和空格等，尽最大努力对文中的文献和表述的精准性进

行修改与完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主编意见 

意见：修改稿对主编提出的问题做了很好的修改和回复，文章表述、问题分析都有明显的提

升，研究方向较为新颖，理论基础较为扎实，同意发表。 

 


